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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Using a national survey data drawn from 73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12 provinces , this ar-

ticle tries to accurately estimate the rate of educational return and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ar-

rangement and sector segment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come.The author con-

cludes that the change from economic return to educational return reveals a transformation of distributional

system from egalitarian to competitive rules.

一 、前　言

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 ,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往往影响了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的收入高低 ,

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往往收入较高 ,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收入较低。正因如此 ,人们愿意偿付高昂的学费以

获得较高的学历文凭(这被称为个人的教育投资),并期望在获取较高的学历文凭之后能获得较高收入

的工作(这被称为教育的经济收益)。尽管在各个国家 ,教育的经济收益率各不相同 ,但无可争议的是 ,

提高文化水平对于增加个人收入作用明显 ,这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社会的普遍规律 。

在中国社会 ,文化水平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 ,不同年代的教育收益率差异很大。美国

著名社会学家白威廉(Parish ,1984:84-120),在对经济改革之前的中国教育的经济收益率进行估计时得

出的是负数 ,也就是说 ,在 1960和 1970年代的中国社会 ,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是负面的或不利的 ,较高的

文化水平不仅不能增加个人收入 ,相反 ,它还可能对收入提高有负面影响。尽管后来的一些学者对白威

廉所使用的数据的代表性有所怀疑 ,但其他几项类似的研究(Whyte ,1975:684-711;1981:309-336;

Whyte &Parish ,1984;Davis-Friedmann ,1985;Riskin ,1987)也都证实 ,在经济改革之前 ,文化水平对个人经

济收入高低并无显著影响 ,因为在那一时期确定个人收入高低的主要机制与文化水平无关。经济改革

实施的最初十年(1980年代),学者们在讨论教育程度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时 ,最常使用的一个词汇

是“脑体倒挂” ,意思是说 ,体力劳动者(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的经济收入反而要比脑力劳动者(文化水平

较高的人)高。当然 ,并没有哪个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得出负值 ,也就是说 ,平均来讲脑

力劳动者的收入还是要比体力劳动者高 ,只是教育收益率远远低于人们的期望值 ,通过教育获得的经济

收益无法与个人在费用 、时间 、辛劳方面的投入成正比 。十年之后的今天 ,一系列的研究结果都证实 ,自

1980年代以来 ,中国的教育经济收益率在不断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计量经济学研究所在 1981-1987

年对 30个行业的企业职工共 120000人进行的追综调查结果显示 ,1981年城镇的教育收益率为 2.5%,

1987年为 2.7%(Xin Meng , 2000:8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1988年和 1995年两次全国抽样调

查的数据分析结果是 ,1988年城镇的教育收益率为 3.8%, 1995年提高到 5.9%(赵人伟等 , 1999:32)。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得出的1996年城镇教育收益率为4%(李强 、刘精明 ,2000:

66)。1990年代后期以来 ,中国教育的经济收益率提高速度更快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

所2002年五城市的调查数据所估计的教育收益率大约为 10%(China Adult Literacy Survey Team ,2002)。

本文采用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2001年)所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为 11.8%(参见表1模型 3的数据分析 ,估

64

社会学研究 2003年第 3期



计方法与赵人伟 、李实采用的 J.Mincer公式一致),但如果加入关键性的制度和结构控制变量 ,教育收益

率则为 5%-6%之间(参见表 1模型 6-8 ,估计方法与 China Adult Literacy Survey Team 采用的方程类

似)。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 ,教育水平对个人收入高低的影响越来越大。

教育收益率的高低变化趋势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收入分配体系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

程。教育的经济收益率不断提高 ,意味着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机制(能力主义分配原则)正在逐步取代

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收入分配机制(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因此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

解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规则和收入分配机制的变迁 。不过 ,目前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简单

地估计教育收益率 ,并进行年代比较 ,以证实教育收益率的增长趋势 。有部分学者(赵人伟等 , 1999:32)

注意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应该考虑制度因素 ,因为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被一些制度设置所分割 ,

但他们并未对这类问题进行深入 、系统研究。

本文试图采用一些专业的统计分析技术 ,对当前教育的经济收益率做更精确和更深入的估量 ,并考

查有哪些结构和制度的因素影响了教育对收入的作用。通过对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的系统分析 ,作者真

正关注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体系及机制的变迁 ,即在整个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以及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双重过渡的大背景之下 ,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种变化对

整个收入分配体系的演变具有什么意义 ?本文采用的数据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

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 2001年 11-12月收集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

抽样方法 ,在全国 12个省73个区县获取有效样本共 6193个(16-70岁)。本文用于分析的数据选取了

其中 5037个案例(排除在校学生 、无劳动能力和 60岁以上样本),并对此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 。① 本文

的数据分析主要包括四组模型分析 。第一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查了受教育年限对个人月收入的影响

程度以及哪些因素影响了教育对收入的作用;第二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比较了城乡 、性别和体制内外教

育对收入的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影响;第三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示不同阶段教育(不同学历)有不

同程度的经济收益;第四组 logistic回归模型是分析学历对有无收入(或者说有无工作)机率的影响 。

二 、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个人经济收入

模型设计

表1列出8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和 R
2
值 ,目的是准确估计受教育年限② 对

16-60岁就业者(有工作的人)的个人月收入的影响 ,并考查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受教育年限对个人月收

入的作用 。8个模型的因变量都是个人月收入对数 。③ 表 1自变量一栏共列有 10个自变量 ,可以分为

三组 。第一组只有一个变量即受教育年限 ,是这里要重点考查的变量 。第二组是控制变量 ,包括 5个变

量:“工作年限” 、“工作年限平方” 、“城镇” 、“男性”和“全民集体” ,加入这些控制变量的目的 ,是为了排除

工龄长短 、城乡差别 、性别差异和体制内外(所有制)等因素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 ,从而能更准确地估计

受教育年限本身对个人月收入的影响程度。忽略控制变量将导致过高估计受教育年限对个人月收入的

影响力。④第三组自变量是交互作用项 ,包括“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 、“受教育年限＊城镇” 、“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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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 5个控制变量是通过反复的数据分析从 12个相关变量中筛选出来的 ,它们对因变量(个人月收入)有影响 ,同时与要考查的
自变量(受教育年限)也有相关性。

之所以对个人月收入这一变量进行对数转换 ,而不直接把个人月收入作为因变量 ,是因为个人月收入的分布是非正态的 ,直接
把个人月收入作为因变量将导致偏误的参数估计。

这里“受教育年限”指接受正规 、脱产教育的年数加上非正规 、不脱产的成人教育年数的二分之一。有许多人在一些非正规性的
成人教育机构(如职大 、夜大 、函大或民办学校)里受教育或获取学位 ,也有一些人是在职读书或接受培训 ,他们常常花费比正规
教育多很多年的时间获得中专 、大专或大本学历学位。这些人的受教育年数会很长 ,但学历并不很高。另外, 从人力资本的测
量角度来说 ,正规教育的含金量明显高于非正规的成人教育。因此 ,在计算个人的受教育年限时 ,非正规的 、不脱产的成人教育
年数乘以二分之一。

除特别注明外 ,本文的绝大多数模型分析采用的是加权数据。在个别模型的数据分析中 ,加权后数据导致某些类别的样本数太
少 ,影响参数估计的稳定性和显著水平 ,有这种情况的模型采用了未加权数据。加权样本与未加权样本的主要差异是城乡样本
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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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男性”和“受教育年限＊全民集体”等 4个变量 ,它们是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受教育年限与工作年

限 、城乡 、性别和所有制等因素的交互作用 ,即不同工作年限阶段 、不同(城乡)地区 、不同性别和体制内

外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见表1)。

表1数据分析的几个发现

1.受教育年数越多月收入越高;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约为 6%。表 1的 8 个模型受教育年限的回归

系数都是显著的 ,且是正数 ,这说明 ,随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但是 ,教育对收入增长

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各模型的数据结果是不一样的 。表 1中各模型估计的教育收益率(受教育年限回归

系数)差异极大 。按照国际上通常采用的 J.Mincer公式① (模型3加入“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平方”为

控制变量)所估计的教育收益率高达 11.8%。② 但加入“城镇” 、“男性”和“全民集体”三个自变量后 ,受

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明显下降(模型 4-6估计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 8%、6.9%、5.2%)。这反映出 ,

11.8%的教育收益率当中实际上包含了城乡差异 、性别差异和体制内外差异的作用 。由于在当前中国

社会某些体制因素对收入分配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 ,采用 J.Mincer公式来估计教育收益率 ,将导致过高

估计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因此 ,要准确估计当前的教育收益率 ,需要把一些制度和结构因素考虑进去。

图 1.　工作年限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2.收入与工作年限之间显现出非常态关系:收入

水平并未随工作年限延长而提高;相反 ,工作年限越长

的人 ,收入反而有可能越低。表 1中模型 2和模型 3的

数据分析显示了当前工作年限(工龄)与月收入之间的

奇特关系 。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欧美)国家 ,工作年

限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如图 1中的类似抛物线的虚线所

示 ,工作最初几十年里 ,收入稳步上升 ,在 20-30年工

龄期间 ,收入达到最高峰 ,之后 ,收入缓慢略微下降 ,但

到退休前夕的收入水平还是远远高于开始工作时期。

正是由于工龄与收入之间是曲线关系而非直线关系 ,

所以在解释收入差异的方程中要同时加入工作年限和

工作年限平方两个自变量。中国的工作年限与收入之

间的关系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经济改革之前 ,工龄

与收入的关系几乎是一条一直上升的直线(如图 1中显示的较细的线条),随工龄增加 ,收入一直上升 ,

直至退休(Xin Meng ,2000:90)。其时 ,决定工资多少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工龄长短 ,而文化水平高低

则不起作用。本次调查数据显示的 2001年工作年限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则是相反的趋势:工作最初十年

里收入增长最快 ,后随工龄延长 ,收入逐渐下降 ,接近退休年龄者的收入明显低于刚开始工作者(如图 1

中最粗的曲线所示)。如果把工龄与收入的关系简单地考虑为一条直线 ,那么大体上来说 ,在目前的中

国社会 ,工作年限越长收入越低(模型 2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是负数)。在其他国家 ,工作年限的回归系

数通常是正数 ,即工作年限越长 ,收入越高。而当前调查显示的工作年限与收入之间的不寻常关系 ,反

映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年轻一代的收入普遍高于老年一代;在中青年群体当中 ,收入水平随工作年限增

加而提高;在中老年人群当中 ,年龄越大收入水平越低 。

3.教育的经济收益率并未随工作年限增加而提高。模型 7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教育水平与工作

年限不存在交互作用(模型 7中“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即工作年限长短并不影

响教育对收入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 ,教育的经济收益率应该随工作年限增加而提高 。不同文化水平的

人在刚开始工作时 ,收入差距可能并不太大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 ,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更可能获得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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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美等国的教育收益率约为 7%,低收入国家是 11%左右 ,亚洲国家(不包括日本)大约在 10%。
参见赵人伟 、基斯·格里芬 , 1994:12 ,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有关说明。



位晋升 ,因而导致收入快速增长;但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获得晋升的机会较少 ,收入增长会较慢 ,因此 ,工

龄较长的人群当中 ,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的收入差异应该更大 。但数据显示 ,当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4.代际分层状态的彻底改变。对模型1 、模型 2和模型 3的 R
2
值进行比较 ,我们发现 ,工龄或者也

可以说年龄因素对于当前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并不大 ,加入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平方两个自变量 ,整个方

程对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只提高了 0.7%。戴维斯-弗里德曼(Davis-Friedmann ,1985)和辛萌(Xin Meng ,

2000)的研究都发现 ,经济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代际不平等或者说代际分层现象 ,较年长的一代

往往占据着较高的职业位置并拥有较高的工资收入 ,而较年轻的一代尽管文化水平较高 ,但往往处于较

低的职业地位和较低的收入水平。但目前这种代际分层形态已彻底改观。正如图 1所显示的 ,当前工

作年限与收入之间存在着两种趋势的交互作用:一方面 ,工龄越长的收入越高(在中青年人当中);另一

方面 ,年龄越大的收入越低(在中老年人当中)。这两种相反趋势的交互作用 ,导致工龄对收入增长的正

向作用与年龄对收入增长的负向作用相互抵消 ,从而 ,因工龄长短或年龄大小而引发的代际分层淡化或

者复杂化 ,工作年限这一因素在方程中的解释力下降。

5.城乡差异是解释当前收入差距的最重要的因素 ,同时 ,在城市和乡村 ,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有

所不同。模型 4的数据显示 ,把“城镇”这一自变量加入回归方程 ,导致 R
2
值上升 0.119 ,也就是说 ,加入

城乡差别这一因素 ,使整个方程对收入差异的解释力提高了 11.9%。而加入其他变量(工作年限 、男性

和全民集体),导致 R
2
值上升幅度要小得多。另外 ,模型 6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示 ,城乡差别这一因素

对收入水平的影响远远大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 ,同时也大于性别和所有制因素对收入的影响 。① 这说

明 ,城乡差异是导致当前收入差距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模型 7和模型 8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受教育

年限与城乡差异存在交互作用 ,“受教育年限＊城镇”的回归系数检验显著 ,并且为正值 ,这意味着 ,在城

市和乡村 ,教育水平对个人收入有不同的影响 ,而且 ,在城市中教育水平对收入的作用力更强 ,即城镇就

业人员的教育的经济回报率高于农村就业人员。

6.性别因素对收入高低有影响 ,同时 ,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在男性与女性中各不相同 。模型 5-

8中男性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 ,并且 ,模型 5加入男性这一自变量导致方程对收入差距的解

释力提高 2.4%。这表明 ,性别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 。模型 7和模型 8显示 , “受教育年限＊男

性”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而且为负值 ,这意味着受教育年限对男性和对女性的收入影响不同 ,女性的教

育的经济收益率要高于男性。

7.所有制因素对收入高低有影响 ,同时 ,体制内(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和体制外(非全民所有制)教

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有所不同 。模型 6-8中全民集体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 ,并且 ,模型 6

加入全民集体这一自变量导致方程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力提高 1.3%。这说明所有制因素对个人收入高

低有影响 。模型 7和模型 8显示 ,“受教育年限＊全民集体”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并且为负值 ,这意味

着受教育年限与所有制存在交互作用 ,受教育年限对体制内和体制外就业人员的收入有不同影响 ,体制

外就业人员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体制内 。

三 、城乡 、性别和体制内外的比较

模型设计

表1的数据分析已经显示出城乡 、不同性别和体制内外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有所不同 ,表 2则通

过3组对比模型(分别做城市与农村 、男性与女性 、全民集体与非全民集体的回归方程),进一步分析城

乡之间 、性别之间和体制内外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模型 9-11的因变量仍然是个人月收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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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1未列出标准化回归系数 ,模型 6的各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如下:受教育年限为 0.150 ,工作年限为 0.290 ,工作年限平方
为-0.368 ,城镇为 0.336 ,男性为 0.162 ,全民集体为 0.133。



数 ,自变量与表 1类似(仅排除了“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表 2同时列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和标准

化回归系数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是用于不同方程之间的参数比较 ,标准化回归系数是用于同一方程内

各参数比较(见表 2)。

表2数据分析的几个发现

1.城市就业人员的教育的经济收益率远远高于乡村就业人员;在城市中 ,教育水平是决定收入高

低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农村 ,教育水平则是较为次要的影响因素;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分配机制明显

不同。模型 9的两个回归方程比较了城乡之间的差异 。城市方程中受教育年限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0.114)远远高于农村方程中受教育年限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0.043),这表明 ,城市中教育对收入的影

响要比在农村更为显著 ,城市的教育收益率高达 11.4%,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只有 4.3%。比较两个方

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可以发现 ,城乡之间各个自变量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或者也可以说 ,

在城市和农村 ,决定个人经济收入的机制各不相同 。城市方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示 ,排除工作年限与

工作年限平方的正负作用的相互抵消 ,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0.430),也就是说 ,受教育年

限对收入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性别因素和所有制因素。农村的情况则相反 ,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明显低于男性和全民集体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即性别和所有制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高于教育水平

的影响。另外 ,在城市中 ,不同性别和体制内外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略有不同(“受教育年限＊男性”和“受

教育年限＊全民集体”回归系数较弱显著),但在农村不存在这些差别(交互作用项不显著)。

2.文化程度对女性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男性收入的影响 ,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教育收益

率;城乡差别 、所有制和工作年限等因素对男性和女性收入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模型 10的两个方程

的标准化和非标准化回归系数都显示 ,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 ,女性教育收益率为 5.1%,男性

则为 3.1%。同时 ,两个方程的 R
2
值差异极大 ,说明这一方程对女性收入差异的解释力远远高于对男

性收入差异的解释 ,此方程能解释大约 1 3(32.7%)的女性收入差异 ,而对于男性收入差异只能提供约

1 4(23.7%)的解释 。同时 ,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平方的标准化和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示 ,工作年限对

男性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女性收入的影响 ,这不仅表现在工作初期收入增长趋势方面 ,也表现在年长的

就业者收入下降的方面。所有制因素对男性收入的影响也大于对女性收入的影响(男性方程的全民集

体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高于女性),在男性就业者和女性就业者当中 ,都存在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的体制

内外差异 ,但男性在这方面的差异略大于女性(男性方程的“受教育年限＊全民集体”的非标准化回归系

数更高也更显著)。另一方面 ,城乡差异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则大于对男性收入的影响(女性“城镇”的非

标准化回归系数更高更显著),教育水平对城市女性收入的影响明显不同于对农村女性收入的影响 ,城

市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明显高于农村女性 ,但这种差异在男性中不太显著。

3.体制内与体制外收入分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教育水平对体制外(非全民集体所有制)就业人员

收入的影响要比对体制内(全民集体所有制)就业人员收入的影响更强烈 ,但教育收益率差异不明显;年

龄因素对体制外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有关键性影响 ,但对体制内就业人员的收入影响不大。模型 11的

两个方程比较了体制内外收入分配机制的异同。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显示 ,体制内的教育收益率为

4.3%,体制外的教育收益率为 4%,从回归系数的标准误来看 ,体制内外教育收益率差异并不明显 ,但

两者的显著水平差异很大 。非全民集体方程的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极为显著 ,而全民集体方程的受

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只是微弱显著 。这种情况说明 ,在体制外 ,教育水平影响个人收入是较为普遍的规

则 ,而在体制内 ,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在某些单位或部门表现得较为明显 ,但在另一些单位或部门教育对

收入影响较小。从总体情况来看 ,教育水平对体制外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影响更强烈 。体制内外最突

出的差异表现在年龄因素的作用方面。全民集体方程的工作年限平方的回归系数是不显著的 ,这就是

说 ,年龄大小对体制内就业人员收入水平高低没什么影响 。但这一回归系数在非全民集体方程中则极

为显著 ,而且工作年限平方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0.415)是此方程中最高的值 ,这表明 ,在体制

外 ,年龄大小是决定收入高低的最关键性的因素 ,它对收入的影响要大于教育水平 、性别和城乡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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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收入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大 ,收入水平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 ,工龄增加收入的作用在体制外也

表现得比在体制内更明显 。非全民集体方程中的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是极显著的 ,但全民集体方程中

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则微弱显著 ,这意味着 ,在工作的最初十几年里 ,随工龄延长 ,体制外就业人员收入

增长的幅度要大于体制内就业人员 。“男性”这一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在两个方程中差异不大 ,但

各个方程内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显示 ,性别因素对体制内就业人员的收入差异的解释力更大 ,它对收

入高低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教育水平 、工龄和城乡差异等因素的作用。在体制外 ,性别因素的作用虽然大

于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 ,但要小于年龄或工龄的作用。此外 ,体制外就业人员收入的城乡差异要比体制

内更明显(非全民集体方程中“城镇”的回归系数较显著 ,全民集体则不太显著)。两个方程的 R
2
值差异

很大 ,全民集体为 0.194 ,非全民集体为 0.290。此方程能对体制外就业人员收入差异提供 29%的解释 ,

但对体制内就业人员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只有 19%。也许 ,此方程未包括的一些因素(比如单位类型 、部

门或行业等)对于解释体制内就业人员收入差异更重要 。

四 、不同阶段教育对收入增长的不同影响

模型设计

图 2.　教育水平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表1和表 2的数据分析是通过“受教育年限”这一

连续变量来考查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这种分析思

路基本上是把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假定为线性关系

(一条直线如图 2中的虚线),即平均来说多受一年教

育 ,收入或收入的对数会提高多少。基于这样的思路 ,

模型 1-11的数据分析结果反映出了教育水平与收入

之间的大致关系走势 ,即受教育年数越多收入就越高。

然而 ,教育与收入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并非一条平滑

的直线。① 实际情况是 ,不同阶段的教育所获得的经济

收益率不同 ,或者说 ,达到不同的学历 ,收入增长的幅

度也会不同(如图 2中那条折线)。表 3的回归模型用

5个等级的学历(无学历 、初小及小学 、初中 、高中及中

专 、大专及以上)② 来取代受教育年限作为考查因素 ,

这样可以分别估计不同程度的教育对提高个人收入有

多大的作用。模型 12是总体分析不同的学历对个人收

入的影响(代表全国情况)。模型 13-15则比较了城乡 、性别和体制内外各级学历对收入的作用 。下述

的数据分析重点观察 4个学历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其他自变量仅仅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这里的分析

并不关注这些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的变化情况。模型中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反映的是各学历的平均收

入之间的差异情况 ,而标准化回归系数则是比较各学历对于收入差距(或提高收入)的作用力大小(见表

3)。

表3数据分析的几个发现

1.从全国范围的平均水平来看 ,初中学历对提高收入的作用力最强 ,其次为高中和中专学历 ,再次

为大专及以上学历 ,初小和小学学历的作用力最弱 。模型 12中各个学历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反映出不

同学历就业者的平均收入存在显著差异 ,学历越高 ,平均收入水平越高。但标准化回归系数并未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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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设 4个虚拟变量:①是否是初小或小学学历;②是否是初中学历;③是否是高中或中专学历;④是否是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

受教育年限与个人月收入交互分析的散点图显示 ,收入最高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受最多教育的人 ,他们往往是受较高程度
教育或中等程度教育的人 ,而受教育年限最多的人收入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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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越高 ,收入增长幅度越大 。不同的学历对收入差异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初中学历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最高 ,其次是高中和中专 ,再次是大专及以上学历;不过这三种学历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差距并不是很

大 ,也就是说 ,这三种学历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还是比较接近的。而初级教育学历(初小和小学)的经济收

益率则低得多 ,但它仍然对提高个人收入有显著作用。

2.在城市中 ,高中和中专学历最有利于收入增长;在农村中 ,初中学历的经济收益最好 。模型 13

的城市回归方程和农村回归方程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都表明学历越高 ,平均收入越高;但各学历对收入

差距的作用力在城乡之间有明显差异。在城市中 ,高中和中专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高 ,其次为大专及以

上学历 ,再次为初中学历 ,最低的是初小和小学学历。这表明 ,城市中各学历的经济收益率高低排序是

高中和中专 、大专及以上 、初中 、初小和小学。在农村中 ,标准化回归系数最高的是初中学历 ,它比位于

其次的高中和中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高很多 ,初小和小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低 ,而

且显著水平微弱 。这反映出初中学历在农村能获得最高的经济收益 ,高中和中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经

济回报率则明显比初中学历低 ,而初小和小学学历与无学历的人相比 ,收入方面并无明显优势 。

3.在体制内(全民集体所有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经济收益较高 ,并且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

的经济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较低学历的人的收入水平 ,但其他学历的人的收入水平并无显著差异 ,而且经

济收益极低 。在体制外(非全民集体所有制),经济收益较高的是初中 、高中和中专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

历次之 ,初小和小学的经济收益极低。模型 15全民集体方程的回归系数显示 ,在体制内 ,大专及以上学

历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最强(标准化回归系数值最大),其平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学历者的收入;高中

和中专学历的经济收益比大专及以上学历低得多(大专及以上学历为 0.260 ,高中和中专为 0.136);而

且 ,高中和中专学历者的收入水平与无学历 、初小和小学学历者的收入只有微弱差异(回归系数微弱显

著),初中学历者的收入与无学历 、初小和小学学历者的收入无显著差异(回归系数不显著)。在体制外 ,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平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学历者 ,但其经济收益并不是最高(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119)。初中 、高中和中专学历的经济收益(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130和 0.133)略高于大专及以上

学历 ,初小和小学学历者的收入水平与无学历者差距不太显著(显著水平微弱),并且经济收益很少 。

五 、文化水平对失业机率的影响

模型设计

前面部分的所有数据分析所包括的样本都只是在业人员 ,这些模型分析的是受教育年限和学历对

在业人员的月收入高低有什么影响 。如果仅仅从这些分析来考查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或估计教育的经济

收益率 ,那将是不全面的 。人们凭经验观察就能注意到 ,文化水平不仅对有工作的人收入高低有影响 ,

而且对个人有无收入或者说有无工作也有影响。本次调查数据中16-60岁(排除在校生和无劳动能力

者)人员无收入者占 15%,他们大多是失业和待业人员 、家庭妇女和其他一些不工作的人 ,他们在月收

入这一变量上的值为 0。如果把这些样本包括在前面的模型分析中 ,将导致参数估计不准确(偏误),有

可能对教育的经济收益率估计过高或过低 ,因此 ,前面的数据分析排除了无业人员样本。但是 ,在研究

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时 ,我们又不能不考虑教育水平对这一部分人的影响。表 4的数据分析采用 lo-

gistic回归模型 ,比较不同学历的人处于无收入或无工作状态的概率高低 ,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反映

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① 表 4列出了 5个 logistic方程的回归系数和比率比(odds ratio),第一个方程代

表全国总体情况 ,第二 、三个方程比较了城乡差异 ,第四 、五个方程比较性别差异 。模型的因变量为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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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统计分析技术角度来说 ,这种情况应该选择 Tobit模型来估计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Tobit模型可以包括收入为 0的样本 ,
并同时估计受教育年限或学历对有工作的人的收入的影响程度及对所有人无业机率的影响 ,其参数估计也更为精确。但是 ,
Tobit 模型在解释方面较为复杂 ,对于统计知识较为缺乏的读者理解起来较为困难。作者把前面的线性回归数据分析结果与
Tobit 模型结果进行比较 ,发现有部分回归系数有高估和低估的现象 ,但显著水平和回归系数总体趋势没有根本性差异。因此
本文选择线性回归模型和 logi stic 模型分别来估计教育对有工作的人的收入水平的影响及教育对无工作机率的影响。



变量 ———是否有收入 ,自变量为无学历 、初小和小学 、初中 、高中 ,参照组为大专及以上学历(见表 4)。

表4数据分析的几个发现

1.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 ,大专以下学历的人比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发生无收入或无工作情况的机率

高2-3倍 。表 4第一个方程的回归系数和比率比显示 ,在发生无收入或无工作的可能性方面 ,大专及

以上学历的人与大专以下学历的人差异很大 ,但大专以下各学历的人出现这种情况的机率则差别不大。

比如:无学历者发生无收入或无工作情况的比率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 2.48倍 ,初小和小学学历者成

为无收入或无工作的人的比率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 2.10倍 ,初中学历者是 2.82倍 ,高中和中专学历

者是 2.90倍 。这反映出 ,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出现失业或不工作的情况的可能性较小 ,而大专以

下学历对于降低失业可能性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2.在城市 ,学历越低 ,失业的可能性越高;在农村 ,学历高低对失业可能性没什么影响 。城市样本

的回归方程显示 ,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相比 ,高中和中专学历的人发生无收入或无工作情况的机率是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 3.54倍 ,初中学历的人发生这种情况的机率是 5.17倍 ,初小和小学学历的人是

7.51倍 ,无学历的人则是 8.17倍 。农村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各学历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即大专以下各

级学历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在发生失业可能性方面没有明显差异。当然 ,有可能是农村中大专及以

上学历的人不太多 ,把他们作为参照组不太合适 ,影响了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作者另外做的一个模型

是以高中 、中专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为参照组 ,比较他们与初中 、初小和小学 、无学历者之间无收入机率

的差异① ,这一模型数据分析结果同样显示 ,学历高低对农村人的失业机率没有显著影响 ,而且 ,初中学

历者出现无收入情况的可能性还略微低于高中 、中专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回归系数微弱显著)。这可

能是由于农村的就业结构并不需要什么高学历的人 ,比如我们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 ,有高中或中专文凭

的青年人无所事事 ,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多数是中老年人和妇女)在从事农副业生产。

　表 4　 学历对 16-60岁者(排除在校生和无劳动能力者)有无收入的影响

(Logistic回归系数表 , 因变量为是否有收入 , 1=无收入;0=有收入)

自变量
全国

N=5037

城市

N=3144

农村

N=1893

男

N=2611
女

N=2426
学历(参照组:大专
及以上)无学历

0.9088＊＊＊

(2.48)
2.1003＊＊＊＊

(8.17)
0.3514
(1.42)

0.9216＊＊＊

(2.51)
0.6227＊

(1.86)

初小 、小学
0.7419＊＊＊＊

(2.10)
2.0161＊＊＊＊

(7.51)
-.3555
(0.70)

0.0313
(1.01)

0.9523＊＊＊＊

(2.59)

初中
1.0353＊＊＊＊

(2.82)
1.6436＊＊＊＊

(5.17)
0.3282
(1.39)

0.4756 ＊

(1.61)
1.3407＊＊＊＊

(3.82)

高中 、中专
1.0628＊＊＊＊

(2.90)
1.2650＊＊＊＊

(3.54)
0.4235
(1.5)

0.9592＊＊＊＊

(2.61)
1.0137＊＊＊＊

(2.76)

常数项

-2 Log likelihood

Chi-square

-2.0789 ＊＊＊＊

5402.814
69.402＊＊＊＊

-2.0431＊＊＊＊

3846.089
210.760＊＊＊＊

-3.1780＊＊

691.500
8.282

-2.3256＊＊＊＊

2053.024
41.484＊＊＊＊

-1.7145＊＊＊＊

3039.717
57.355＊＊＊＊

　　注:显著水平＊＊＊＊≤0.000;＊＊＊≤0.005;＊＊≤0.01;＊≤0.05;表中括号内数据为 odds ratio;本表分析的数据为未加权数
据。

3.学历高低与男性和女性失业机率的关系并未表现出明确的规律性 ,但总的来说 ,教育水平对女

性的失业机率的影响要比对男性的影响更为明显 。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相比 ,男性中高中和中专学

历的人无收入或无工作的机率要比大专及以上学历者高 2.61倍 ,无学历的人则高 2.51倍 ,初中学历的

人高 1.61倍(微弱显著),而初小和小学学历者的机率与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

男性就业结构形态所致。目前存在大量的低技术含量的 、体力性的 、劳动密集性产业 ,可以向较低文化

水平的男性(初小 、小学 、初中)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以致他们失业待业的机率低于较高文化水平者;而

高中 、中专文化水平的人不愿意从事这类体力性工作 ,但在竞争技术性的或白领工作岗位时 ,他们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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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4未列出这一模型的数据分析结果。



更高学历的人相比就处于劣势 ,因此 ,他们的失业机率就明显比大专及以上学历者高 。女性的情况有些

不同 ,初小和小学 、初中 、高中和大专学历的女性处于无收入或无工作状态的机率明显比大专及以上学

历者高 ,最高的是初中学历者 ,她们比大专及以上学历者高 3.8倍 ,初小 、小学和高中则分别比大专及以

上学历者高2.59和 2.76倍 ,而无学历的人失业机率与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差异则不太明显。

六 、结论与讨论

首先 ,目前“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消除 ,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稳步上升。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

进一步深化 ,教育收益率还将继续上升 。近年来所谓“新经济”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更有利于教育收益

率的提高 。当然 ,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 ,近十年来政府推行一系列调节资源分配的政策 ,使收入分配明

显地向拥有文化知识的人倾斜 。教育收益率的上升已导致中国社会收入分配机制的巨大变化 ,可以说 ,

教育或人力资本取代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论资排辈规则 ,成为目前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

第二 ,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的制度设置和结构特征影响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忽略这些制度和

结构因素 ,将导致高估或低估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力 。由于这些制度和结构因素的作用 ,劳动力市场被分

割为不同的部分 ,各个部分的工业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差异很大 ,这导致不同地区 、不同部门 、不同人群

有不同的收入分配规则和不同的教育收益。

第三 ,对收入差距和教育收益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制度因素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在城市 ,文

化水平是影响个人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关键性因素 ,但在农村 ,教育对收入和就业状态的影响微弱。目

前 ,城市教育收益率已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很低 ,城乡教育收益率相差 7个百分点

(城市为 11%,农村为 4%)。农村教育收益率过低 ,无法吸引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 ,有较高文化水平的

人纷纷离开农村 ,留下来的只能是低文化素质的老人和妇女 ,这十分不利于农村地区发展和农业的产业

化水平提高;经济发展的迟缓 ,又反过来使教育收益率更难以提高 ,长此以往 ,将导致农村地区的进一步

衰败和落后。

第四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割也导致了教育收益的差异。有关中国收入分配体制变化的一个重要

假设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 ,一系列的决定收入分配的市场机制将取代计划经济的分配

机制 ,而教育或人力资本作为最重要的市场分配机制之一将取代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在过渡时

期 ,公有部门(体制内)与非公有部门(体制外)共存 ,公有部门和非公有部门各自有一套收入分配规则 ,

体制外的教育收益率较高 ,而体制内的教育收益率较低 。已有的研究均证实 ,体制外的教育收益率明显

高于体制内(赵人伟等 ,1999)。本文的数据分析也证实 ,体制内外的收入分配机制存在系统差异 ,在体

制外对个人收入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因素 ,在体制内不发挥作用或发挥微弱作用 ,而决定体制内收入水平

的某些因素在体制外可能不发挥作用。不过 ,教育收益率的体制内外差异没有以往研究显示的那么大。

体制内外的平均教育收益率差距并不明显 ,只是在体制外教育影响个人收入是更为普遍的规则 ,而在体

制内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不那么均衡 ,可能某些单位或部门有极高的教育收益率 ,而另一些单位或部

门教育对收入没有太大的影响 。另外 ,在体制内 ,教育的收益也许主要并不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 ,它可

能更多地体现在其他的方面如职位晋升和社会声誉等 。总的来看 ,教育收益的体制内外差异在缩小 ,这

可能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政府部门一直推行以学历文凭为标准选拔人才的政策所致。

第五 ,教育收益率存在性别差异 。文化水平对于女性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影响要大于对男性

的影响。对女性来说 ,提高文化水平是增加个人收入和改善就业状态的重要途径 ,但对于男性来说 ,除

了提高文化水平以外 ,其他的一些方式(如凭借体力 、特殊技术 、风险机遇等)也可能达到这些目的 。

第六 ,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绝对地表现为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 ,不同阶段教育对提高个

人收入的作用力各不相同 。总体情况来看 ,中等水平的教育经济收益率最高 ,但在不同地区和部门 ,不

同阶段教育的作用力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和部门(体制内),更高程度

75



的教育对收入提高作用更大 ,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村)和部门(体制外),相对较低的文化程度对

增加收入更有利 。

最后 ,文化水平与就业机会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 。虽然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失业机率会

大大下降 ,但在大专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当中 ,学历高低对其就业机会的影响并不明显 ,在某些情况下 ,较

低学历的人的就业机会可能还高于较高学历的人 。人们就业机会的多少 ,可能取决于目前的产业结构

和就业结构对各种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情况。①

综合上述分析 ,我们透过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的高低变化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体系演变的两

个趋势:即“从平均主义到能力主义”和“从论资排辈到学历决定论” 。这两个发展趋势反映出 ,由传统农

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及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过渡导致了收入分配机制的根本性转

变。不过 ,这一转变的进度在全国范围来说并不均衡。教育的经济收益率在城乡之间和体制内外的明

显差异 ,说明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体系的转变具有差异性和复杂性 。双重过渡期间 ,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

工业部门同时存在 ,受政府计划控制的部门与计划控制外的部门交错并存 。制度屏障与部门分割导致

教育对个人收入的作用在城乡及体制内外有极大的差异。这说明 ,目前阶段存在多套收入分配系统 ,不

同的机制在城乡和体制内外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教育的经济收益率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

和市场化水平的高低 。正因如此 ,我们在讨论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和教育的经济收益率时 ,必须考虑到

当前社会结构的过渡性特征以及制度设置和部门分割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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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培林 、张翼在研究下岗工人再就业时也发现同样的现象 ,并提出了“人力资本失灵”的解释。他们发现一些文化水平较高 、有
专业技术的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机会可能还少于文化水平更低的下岗工人 ,他们认为是由于传统人力资本(学历 、技术资格等)在
市场体系中失效所致。


